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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数字生产力内涵不断拓展，数字生产关系不断革新，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社会

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如何利用数字红利弥合数字鸿沟，缓解多维相

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中国后脱贫时代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突破口。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多维相对贫困

相关理论基础，利用中国2014~2021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农

村相对贫困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可以助力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而随着

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化，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加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影

响数据要素的投入和数据要素促进报酬合理分配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这些发现对推动中国数字经

济的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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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productivity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production is constantly innovating.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one of the most im-
portant economic growth points in the new era. How to use the digital dividend to bridge the digi-
tal divide and allevi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problem will become the break-
through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in the post-poverty era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by using the provincial balanced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14 to 2021.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lative poverty, that is, the initial stage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can help alleviate multi-
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and with the deepening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expan-
sion of digital divide will aggravat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show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allevi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by affecting the input of data and promoting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remuneration. 
These finding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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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不断推进，以数字技术为主要生产力、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

数字经济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促进效率与公平发展的新兴经济形态[1]。近年来，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是后脱贫时代促进包容增长、夯实共同富裕根基的重要力量[2]。 
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与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流通、管理和服务的各个环节深度融

合[3]，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4]。借助数字基础设施接入的“渗透效应”和数

字技术使用的“乘数效应”以及“累积效应”[5] [6]，数字红利向农业领域和农村区域扩散和渗透[7]：
首先，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农村市场经济发生了转变，要素流动壁垒被打破，传统产业逐步升级，新兴

产业兴起，产业融合更加深入[8]；其次，数字化技术的引入与推广，加速了农村产业的智能化、集约化

升级，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农户谈判、营销、信息搜寻能力的提升[9] [10]，从而使得总体资源

配置不断优化，市场增值回报提升[11]。 
虽然由数字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数字红利为农村地区的新兴产业融合升级提供了可能，但由于经济、

知识、基础和历史等因素，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甚至不同个体对信息资源掌握水平存在差异

[12]，即数字鸿沟的出现导致区域间数字贫富分化加剧，数字鸿沟的扩大化导致新的机会不平等，使得已

经深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的农村居民无法平等享受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这将进一步导致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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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差距的扩大和多维相对贫困率的上升[13]。Dijk 和 Hacker 从这个角度出发，论证了信息和通信技术所

有权、技能和应用差异造成的数字鸿沟将使收入分配恶化[14]。其机理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本身的技能偏

好属性会导致那些拥有丰厚信息资源的人获得足够的边际收益，从而扩大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15]。
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区域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东南沿海地区等相对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将更有可能从数字

红利中获利，从而扩大区域收入差距。最直观的证据是，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在其第 50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到 2022 年 6 月，城市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4.4%，网民

规模达到 10.51 亿，而农村地区的普及率只有 58.8%，农村网民规模为 2.93 亿[16]。这份报告表明，中国

农民上网的人数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近一半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普及互联网[17]。进一步的研究可

以证明，以商业为导向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包容性、普惠性和减贫的政策目标之间存在脱节，导致数字经

济的减贫效果并不明显[18]。高壁垒的知识和信息的获得渠道使得相对贫困主体无法深层次共享数字经济

发展带来的红利，这也将导致相对弱势群体和地区被知识和信息社会“边缘化”，甚至会阻碍相对贫困

群体有效需求的向上发声[19]。 
缓解和消除绝对贫困是人类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终极追求。随着学者们对贫困问题不断研究，

贫困内涵不断丰富，已经拓展为涵盖健康、教育、心理，以及社会均等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综合概念[20] [21] 
[22]。在对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英国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共同构建了

多维贫困指数(MPI)，该指标体系中主要包括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各个维度下采取一系列具

体指标进行多维相对贫困的细化测度[23]。MPI 的引入进一步丰富了单维收入贫困的内涵。目前 Alkire
和 Foster 创立的 A-F 双临界值法目前在学界被广泛使用，其指标体系主要涵盖收入、教育、健康、社会

保障以及生活条件等维度[24]。在如何缓解多维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从宏观层面的优化产业

结构、改善政府财政支出水平进行了路径分析，也有部分学者从微观主体视角出发，认为多维相对贫困

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提升相对贫困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减少其信贷约束。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特征、规模测算和功能等方

面。而对数字经济发展效应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从宏观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25]，
多数学者认为数字经济促进了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包容性增长[26]，具体而言表现为数字经济促进了

产业结构的优化、结业结构的改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从微观主体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个体就

业的影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27]。 
同样数字经济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已经呈现出新趋势，数字经济、数字就业、数字消费、互

联网政务、在线医疗等数据要素载体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越来越大[28]。如果农村区域收益于数字

经济的边际效益更强，那么数字化的发展就可能成为促进农村区域包容性增长、公平发展以及缓解多维

相对贫困的潜在方式[29]。而数字经济给农村地区带来的是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数字经济发展的拐点

是否已经到来？如何缓解农村区域因数字素养差异产生的数字不平等、信息不完全问题？如何充分利用

数字经济释放数字红利？后脱贫时代，农村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否能缓解多维相对贫困？而其所

需内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刻探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及内在逻辑机制，为数字经济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提供理论依据；其次，从数据要素投入和促进报酬

合理分配两个方面，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具体效应；第三，将数据要素投入和

促进报酬合理分配纳入实证体系；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探讨如何更好发挥数字经济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

效应，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也可为世界其他国家在数字化浪潮背景下跨域数字鸿沟、依托数字红利解

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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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制分析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和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0]。物质资料生产

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基本前提是必须进行有形或无形投入，这些必

须投入的要素，就是生产要素。不同生产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与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

产关系密切相关[31]。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组织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经济活动的

性质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的根本性影响。随着社会生

产的发展，不断有新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生产要素不断被扩充[32]。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

经济之后产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是建立在数据要素基础上的，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关

键性、决定性的生产要素[33]。 
数据要素显著区别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生产要素，信息化、结构化、

代码化的数据具有高初始固定成本、零边际成本、累积溢出效应三大特点，这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完善组织方式以及利益分配机制提供了可能[34]。数据成为要素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数据参

与生产。数据对其他要素资源具有乘数作用，可以提高经济生产效率，推动新型产品和服务的创造[35]。
其次，数据参与分配。数据对原有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导致其

所涉及经济结构变化和要素内涵变迁[36]。最后，数据融合带动。数据凭借高流动性、低成本、长期无限

性和外部经济性等特征，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具有广泛辐射带动效应，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37]。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放缓、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以数据要素为基础的数字经济是世界各

国应对经济下行的关键，同样农村多维相对贫困问题也可以通过数字经济得到缓解(见图 1)，理论阐释分

析如下。 
 

 
Figure 1. Logical analysis diagram of digital economy alleviating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图 1. 数字经济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逻辑分析图 

2.1. 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投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作为一种生产资料，数据只有在投入产品生产和服务的过程中，才会像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传统

生产要素一样，从一般的商品转变为生产要素[36]。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大规模物质生产的经济增加

值所占比重越来越低，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逐渐减弱。数字经济范畴中数字生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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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首先在于发挥好数据要素的作用，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有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新

特点：非排他性、规模经济、可复制性和强渗透性[35]。数据要素投入主要包括以数字新基建为核心的实

体投入以及数据信息化支持过程。 
数字新基建发展与农业产业融合、渗透、改造与创新，能够逐步建立起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模式、

新业态、新产品市场，这将进一步带动农村传统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的活跃流动，促使实现农村区

域生产要素价值转化与优化，数据要素的渗透效应带动传统要素共享价值增值部分，从而释放农村生产

要素价值潜力，实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问题的缓解。 
数据信息化支持过程。数字信息化技术平台把各种各样的信息传递给农民。农业的种植以及养殖，

农产品的价格，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惠农惠民的财政补贴、财政政策等信息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开以及传

递，为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便利，让农村居民能够更加深刻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以及市场供求信

息，使农业生产越来越准确高效，降低了农业成本，增加农业产业收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37]。具

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产业支持。农村电商平台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农产品直销，减少中

间价值补偿损耗，这是促进农村多维度相对贫困缓解的最直接方式。第二，价格公允。农产品直销可以

进一步减少中间商户随意加价，扰乱正常价格秩序，从而保障农产品的价格稳定[38]。第三，市场和谐。

数字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为农产品创造了广阔的市场。最后，品牌导向，数字农业

的发展也会刺激农产品之间的竞争，形成优胜劣汰局面，从而激励农民积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种植更

优的品种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有助于农产品品牌形成，提升产品的品牌溢价，实现更高的销售收入。 
从要素投入产出角度，引入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理论分析如下： 

t t t tY A K Lα β=                                          (1) 

在(1)式中：Y 代表传统农业产出水平；A 代表传统技术水平；K 和 L 分别代表资本投入量和劳动力

投入量；α和 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力的弹性水平。 
逐步对数据要素投入后的影响分析如下：首先，数字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中参与分配是

重要且必要的，而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的投入会引起其他生产要素的调整变化。其次，数

字技术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的发展也破坏了传统技术，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一些传统技术与数字技

术相结合，大大提升了传统技术的水平。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新产业，同时也影响了传

统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39]。 
近年来，数字经济不断向传统农业部门渗透，农业部门的数字化水平也不断提高，提高了农业产业

部门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40]。然后将数据要素引入传统技术下的农民生产函数，函数的表示方法如下： 

( )1 1t t t t tY A D K Lγ α βλ= +                                      (2) 

在(2)式中：λ代表数字技术对传统技术影响的系数( 1λ > )；D 代表农业部门投入的数据要素，γ代表

数据要素投入后农村产业的产出弹性。方程(2)两边的求对数得到式子如下： 

( )1ln ln 1 ln ln ln lnt t t t tY A D K Lλ γ α β= + + + + +                           (3) 

式(3)对时间 t 求导得到： 
1dl d l d dl d dl d dl dt t t t tnY t nA t nD t nK t nL tγ α β= + + +                        (4) 

式(4)的整理之后得到： 
1

1
t

t

Y A D K L
A D K LY

γ α β∆ ∆ ∆ ∆ ∆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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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1

1 , , , ,t

t

Y A D K Ly a d k l
A D K LY

∆ ∆ ∆ ∆ ∆
= = = = =                              (6) 

式(5)变为： 

y a d k lγ α β= + + +                                       (7) 

从式(7)的表现形式来看，数字产出水平是与数据要素投入水平成正比。 
将式(1)中的传统要素投入与投入数据要素之后的式(2)的进行比较，结果如下： 

( )1 1 1t t t t t tY Y Y D A K Lγ α βλ ∆ = − = + −                                 (8) 

式(8)中 ( )1 1tDγλ+ > ， 0Y∆ > ，说明数据要素投入后，产出增加，农民得到更多报酬，从收入层面

而言，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1：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投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2.2. 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促进分配合理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水平将达到 0.468，远远高于 0.4 的国际警戒线。

高收入者因为拥有更多财富而享受更丰厚的医疗服务、投资和工作机会，这进而加剧中低收入者和高收

入者之间的差距[26]。所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41]。数字经济所包含的

数字化生产关系具备透明、可信、身份对等三个特性，数字技术在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创造新的交换

模式过程中，也逐渐创新价值增值过程中分配的方式、方法，于过程导向而言，数据要素全过程参与到

价值分配体系中，从以下过程促进收入水平分配的公平合理。 
初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主要是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来实现分配的。在传统经济

时代，农民只能在低附加值的第一产业中赚取较低工资，而随着经济发展的出现，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例不断增加[42]。主要是由于数字经济通过对第一产业进行配置，从而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高了农产

品产出的附加值[43]。对农民自身来说，由于其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专业技能不强、市场信息来源有限等

条件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只能被迫从事传统的高风险低收益的低端产业[44]。但是，在数据要素投

入的支持下，农民可以不再简单地从事第一产业，而是将农业与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相结合，将对区

域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45]。 
二次分配指的是保障民生的政府转移支付部分，这是收入分配中最关键的部分[46]。目前，我国财政

转移支付仍然浪费严重且效率低下。主要是由于财政转移支付的不透明性，在财政资金层层分配后，流

向底层的资金越来越少，财政转移支付的具体数值和去向也比较模糊[47]。但是，通过使用数据信息流追

踪财政资金的去向，可以使资金链公开透明。同时，数字经济还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情况

进行智能分析，从而明确农村区域的多样化需求，使政府转移支付更为精确，也能加强国家对相对贫困

地区重点基础设施的精确度[48]。 
减少不平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公平的收入分配将逐步削弱马太效应，缩小各个收入群体的

差距，让低收入者获得更高的边际收入，对农村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作用[49]。三次分配主要是指

慈善机构的捐赠，私人企业捐资建立的各种基金会等，这可以进一步补充第一种和第二种分配的不足。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准确识别目标人群是极为首要的。数据信息化支持下，数字技术可以准确预测农村

地区多维度相对贫困主体的多维度和个体特征：通过建立扶贫数据库，通过推动各地扶贫信息的互联互

通，在扶贫信息平台上发布相对贫困人口信息，让市场主体明确帮助贫困户增加三次收入分配水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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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形成更加公正的收入分配机制[50]。当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比较公平时，各社会群体在基本公共服务

和劳动力回报等方面差异不大，相对贫困人口可以较为容易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甚至其边际回报可

能更高，这意味着公平地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水平的降低[51]。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2：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促进合理分配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3.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3.1. 关键指标选择 

3.1.1. 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由于目前尚无统一的农村相对贫困评价指标体系，本文根据多维相对贫困内涵、英国国际开发署(DFID)

建立的脆弱性—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思路[52]，考虑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各省统

计年鉴的数据可得性完整性，构建了中国农村区域多维相对贫困测量指标体系。多维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

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更强调从多角度对贫困状态进行衡量。因此，本文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

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环境脆弱性六个方面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指标，其具体二级指标见表 1。 
 
Table 1.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ex system 
表 1. 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单位) 方向 权重 

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 

金融资本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0084 

人力资本 农村个体就业人数比率(%) - 0.0623 

自然资本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公斤/公顷) - 0.0771 

农作物绝收范围(%) + 0.1359 

物质资本 

农村人均机械动力(千瓦/人) - 0.0072 

农村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 0.0142 

农村人均投递路线(公里/万人) - 0.0067 

农村人均住宅面积 - 0.0062 

农村供水普及率(%) - 0.0629 

农村燃气普及率(%) - 0.0282 

农村绿化覆盖率(%) - 0.0215 

农村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升) - 0.0058 

农村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 0.0150 

农村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 0.0161 

农村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人) - 0.0080 

社会资本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 - 0.0133 

农村人均社会组织单位数(个/万人) - 0.0083 

农村人均农林水事务支出(万元/人) - 0.0093 

环境脆弱度 

突发环境事件次数(次) + 0.2288 

自然灾害受灾人口比率(%) + 0.0844 

人口死亡率(‰) + 0.0294 

孤儿比率(%) + 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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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数字经济 
在现有的发展测量和指标体系构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考虑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特点，并考

虑了省级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53]。具体构建的发展指标体系

包括 4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和 23 个三级指标，详见表 2。 
 
Table 2.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dex system 
表 2.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单位) 方向 权重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构建 

数字基础 

固定基础设施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 0.0242 

光缆线路长度(公里) + 0.0248 

网页数(万个) + 0.0903 

域名数(万个) + 0.0529 

移动基础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 0.0137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万户) + 0.0199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万 GB) + 0.0747 

数字应用 

个人应用 
数字电视用户数(万户) + 0.0215 

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的比重(%) + 0.0181 

企业应用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 0.0127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 + 0.0198 

产业发展 

数字产业化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 0.0490 

软件产品收入(万元) + 0.0695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万元) + 0.0896 

产业数字化 
电子商务采购额(亿元) + 0.0644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 0.0600 

数字创新 

创新投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 0.052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万元) + 0.049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发新产品经费(万元) + 0.0563 

创新产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占比申请专利总数(%) + 0.0082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 0.074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 0.0537 

3.2. 估算方法：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基于信息论原理的客观加权方法。熵是用来描述信息量的，通过计算，可以判断一个

指标的信息量：信息量越大，信息混乱程度越大，熵越大；反之亦然。熵越大，该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

作用就越大，赋予指标的权重就越大；反之亦然。熵值法是一种客观的赋值方法，其准确性高于主观的

赋值法。与主观分配法相比，熵值法具有准确性强、分配科学等优点[54]。因此，基于熵值法的责科学性

和客观性，本文采用熵值法来衡量数字经济和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发展水平。 
1、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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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min
:

max min
itj itj

itj
itj itj

x x
X

x x

−
=

−
正向指标                               (9) 

( )
( ) ( )

max
:

max min
itj itj

itj
itj itj

x x
X

x x

−
=

−
负向指标                              (10) 

(9)和(10)式中， itjx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第 j 个指标的初始值， itjX 表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 )max itjx 表示该指标初始值的最大值， ( )min itjx 表示该指标初始值的最小值。 
2、计算各项指标信息熵： 

1 1

itj
itj m n

iji t

X
P

Xα= =

=
∑ ∑

                                     (11) 

( ) ( )1 1

1 ln
ln

m k
j itj itji tE P P

mn = =
= − ∑ ∑                                (12) 

(11)和(12)式中， itjP 代表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第 j 个指标所占比重， jE 代表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 
3、计算各指标所占权重： 

1j jD E= −                                          (13) 

1

j
j k

jj

D
W

D
=

=
∑

                                        (14) 

(13)和(14)式中， jD 代表第 j 个指标信息熵冗余度， jW 代表第 j 个指标所占权重。 
4、计算指标的综合得分： 

1
k

it itj jjindex X W
=

= ×∑                                     (15) 

(15)式中， itindex 表示第 i 个省第 t 年的所构建的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权重见表 1；数

字经济指标体系权重见表 2) 

3.3. 基于熵值法计算的指数结果分析 

根据熵权法得到图 2 中各省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图和图 3 中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图。 
从图 2 可以看出从 2014 年到 2021 年，中国各省农村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状态逐年缓解，而 2021 年

的多维相对贫困状态有所恶化。其原因是，由于 2021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社会环境动荡加剧，环境

脆弱程度增加，进而降低了农民的相对福利水平，最终导致农村多维相对水平略有回升。根据 2014 年的

多维相对贫困数据，所选样本中青海，甘肃，海南 3 个省份的农村地区处于比较严重的多维相对贫困状

态。而 2021 全国各省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较 2014 年明显下降，但不同省份之间的多维相对贫困差距却

处于扩大状态。由此可以推断后脱贫时代仍然需要加强各区域多维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以期实现社会

福利发展公平化、包容化，从而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据图 3 所述，整体而言，从 2014 年到 2021 年，中国各省数字经济规模都在逐年增加，并不断创造

历史新高。具体来看，北京、江苏和广东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而中国西部地区的数字经

济发展相对缓慢。显然，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发达，与之相配套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投入建设更为完

善，同时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原始要素积累更为丰厚，更具有数字化生产关系发展的适宜条件，

能够吸引人才、资金、技术流入，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相比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发

展数字经济条件不够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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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ex of rural areas in provinces from 2014 to 2021 
图 2. 2014 年至 2021 年各省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Figure 3. China rural digital economy index from 2014 to 2021 
图 3. 2014 年至 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3.4.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3.4.1. 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在进一步考虑数字经济可能对农村多维

相对贫困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基础上，在基础模型中引入数字经济二次项，由此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如下(16)。 
2

0 1 2it it it it it it itpoor dige dige controlα α α γ µ λ ε= + + + + + +                       (16) 

公式(16)中：i 代表省，t 代表时间； itpoor 是解释变量，表示各省的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水平； itdige 是

核心解释变量(即数字经济)， 2
itdige 是数字经济平方项； itcontrol 是影响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其他控制变

量； 0α 是常数项， itµ 是地区固定效应， itλ 是时间固定效应， itε 是随机干扰项。 
控制变量的选择如下：1) 经济发展水平(agdp)，以地区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2) 科技水平(tec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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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3) 人力资本水平(humanit)，以各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占该地区

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4) 对外开放程度(fdiit)，以各省外商投资企业的总投资额占该地区 GDP 的比例来衡量。 

3.4.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选取 2014~2021 年为样本期，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选取除新疆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

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农村地区作为样本，形成共 248 个观测值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

局公开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统计年鉴。对其中个别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填补。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3。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main variables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mpi) 0.304 0.100 0.0742 0.59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i) 0.146 0.133 0.0130 0.745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平方项(sqdei) 0.0391 0.0774 0.0002 0.555 

经济发展水平((agdp) 6.258 3.026 2.495 18.75 

科技水平(techit) 2.271 1.534 0.539 6.757 

人力资本水平(humanit) 2.156 0.533 0.918 4.249 

对外开放程度(fdiit) 12.65 55.70 1.038 696.1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ing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表 4. 数字经济影响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回归结果 1 

变量 (1) (2) (3) (4) (5) (6) 

数字经济 −0.9758*** −2.2846*** −1.5642*** −1.8110*** −1.0108*** −1.2272*** 

 (0.0885) (0.1802) (0.3042) (0.3189) (0.3162) (0.3225) 

数字经济平方项  1.8513*** 1.3826*** 1.5216*** 0.7122** 0.8684*** 

  (0.2304) (0.2777) (0.2810) (0.2854) (0.2876) 

经济发展水平   −0.0194*** −0.0184*** −0.0106* −0.0077 

   (0.0067) (0.0066) (0.0062) (0.0062) 

科技水平    0.0247** 0.0224** 0.0273*** 

    (0.0106) (0.0097) (0.0097) 

人力资本水平     −0.1469*** −0.1353*** 

     (0.0228) (0.0229) 

对外开放程度      −0.0002*** 

      (0.0001) 

_cons 0.4465*** 0.5658*** 0.6003*** 0.5681*** 0.7562*** 0.7297*** 

 (0.0137) (0.0190) (0.0221) (0.0259) (0.0376) (0.0384) 

时间/区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32 232 232 232 232 232 

 

 

1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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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by region 
表 5. 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项目 
(1) (2) (3)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 −1.3029*** −2.0933** −2.5272** 

 (0.3792) (1.2281) (1.2176) 

数字经济平方项 0.8745*** 1.8883 5.4350 

 (0.3278) (3.0114) (3.3425) 

经济发展水平 −0.0002 0.0340* −0.0454** 

 (0.0066) (0.0189) (0.0178) 

科技水平 0.0186 0.0019 0.0628* 

 (0.0113) (0.0178) (0.0345) 

人力资本水平 −0.1497*** −0.0917* −0.0278 

 (0.0275) (0.0542) (0.0639) 

对外开放程度 −0.0002*** −0.0111 0.0019 

 (0.0001) (0.0066) (0.0023) 

_cons 0.7627*** 0.6112*** 0.6815*** 

 (0.0604) (0.0966) (0.0781) 

时间/区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104 48 80 

4. 实证设计 

4.1. 基准回归结果 

对模型(16)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4，表 4 (1)报告了采用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后，数字经济

发展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系数为−0.9758，显著水平为 1%，表明数字经济发

展缓解了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水平。表 4 (2)将数字经济二次项纳入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多维

相对贫困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据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一次项的系数为−2.2846，而数字经济

二次项系数为 1.8513，且在 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存在非线性

的“U”型关系。在逐步加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四个控制变

量后，数字经济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仍然没有改变，其最终回归结果见表 4 (6)。该

结果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可以有效地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水平，但随着数字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农村的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将会恶化。根据表 4 (6)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多维相对贫

困的 U 型关系的拐点是 0.7066 (此处定义为数字拐点)。结合图 3 中各省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可以进一步推

断：除广东外，其他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都在数字拐点的左侧。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江苏和山东的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在逼近数字拐点，这意味着数字经济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边际效应在逐渐减弱。 

4.2. 异质性检验 

我国幅员辽阔外，区域发展差异化程度大、区域间各种资源禀赋分布不均，因此各地区数字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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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维相对贫困发展水平不同。因此有必要分区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减贫作用效应的异质性问题。表

5 (1)~(3)列分别显示了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 2。根

据表 5，东部地区农村数字经济一次项与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一次项发展水平的减贫效果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平方项对其多维相对贫困水

平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这表明数字经济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U”型效果仍然存在，此时数

字拐点为 0.7749。当然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中数字红利仍然存在，数字经济缓解多

维相对贫困的线性影响显著，而数字拐点效应不够显著，这是由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还处于总

体数字拐点左侧，数字经济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边际效应仍然潜力巨大。 

4.3. 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4.3.1. 内生性检验 
从本文的研究主题来看，内生性问题主要来自双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首先，就双向因果关系而

言，即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双向选择问题：数据要素会自然地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区域流动，

这些地区多维相对贫困水平也往往更低；同时，数据要素投入特定区域所产生的数字红利又反过来缓解

该区域的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其次，从遗漏变量角度来看，影响多维相对贫困的因素很多，而控制变量

的选择不能穷尽所有需要控制的因素。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解决不随时间、个体变化且不可观测变

量的遗漏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双向因果问题，从而确保尽可能降低内生性影响。根据数字经济

的内涵，数字经济兴盛于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而互联网技术兴起与电话线拨号接入高度相关。基于

数字经济的发展史，可以推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历史上固定电话的普及率成正比。同时，随着移

动电话和计算机的发展，历史上固定电话的数量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也逐步降低，同样难以影响当下

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因此，将历史上固定电话的数量作为一个工具变量符合排他性要求。为此，将

各省 1984 年的电话机数量作为历史电信基数，将其与上年网民数量交互项的对数作为当年数字经济的工

具变量(IV)，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 6 显示了 IV-2SLS 的回归结果，表 6 (1)显示了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在 1%的显著水平

下，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0273，表明数字经济这个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非常强。因此，工

具变量满足相关的要求。其次，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的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值高达 160.192，
远远大于 16.38 的常规临界值，这说明所选工具变量也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此外，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842.01，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工具性变量不可识别”的假设。总的来说，上述分

析的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选择的工具变量(IV)是可行的。表 6 (2)列显示了工具变量的第二阶段计量回

归结果，其中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为−0.5293，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表 4 (6)相比，数字经济对多

维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有所减弱的，说明在没有工具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中得到的回归结果有内生的估

计偏差，这种偏差在引入工具变量之后得到有效纠正。此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数字经济的二次项

的估计系数为 0.4489，这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U”型影响效应仍然成立。 

4.3.2. 稳健性检验 
1) 缩尾处理。变量的大幅度波动可能会影响模型效果的稳健性，因此对参与实证的样本数据进行 1%

的缩尾处理，得到回归结果见表 7 (1)。数字经济的一次项系数明显为负，而二次项的系数仍明显为正，

这再次验证了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2) 改变样本区间。我国在 2015 年《“十三五”规划》中首次提

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因此，本文将样本研究区间缩短为 2015~2021 年，考虑在大数据战略实施之 

 

 

2结合国家统计局统计原则，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

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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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IV-2SLS results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ing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表 6. 数字经济影响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 IV-2SLS 结果 

项目 
(1)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字经济 多维相对贫困 

数字经济  −0.5293*** 

  (0.195) 

数字经济平方项 1.1117*** 0.4489** 

 (0.036) (0.260) 

经济发展水平 0.0074*** −0.0141*** 

 (0.001) (0.003) 

科技水平 0.0139*** 0.0146** 

 (0.002) (0.006) 

人力资本水平 −0.0199*** −0.0463*** 

 (0.004) (0.010) 

对外开放程度 −0.0001* −0.0003*** 

 (0.000) (0.000) 

工具变量 0.0273***  

 (0.002)  

_cons −0.1129*** 0.5219*** 

 (0.014) (0.020) 

Kleibergen-Paaprk Wald F statistic  160.192 

  {16.38} 

Kleibergen-Paaprk LM statistic  842.01 

  [0.000] 
 

后的效果影响，最终回归结果见表 7 (2)。数字经济一次项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二次

项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之间的“U”型关系。

3) 剔除直辖市。直辖市地区因其特殊的行政地位，在经济发展水平、政策优先度、政府决策模式等方面

均具有较大差异，从而导致数字经济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也有差异。因此将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的样本进行剔除，仅保留普通省份单位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7 (3)所示。在仅保留普

通省份样本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U”型影响关系依旧成立。 

4.4. 机制分析 

基于以上实证和理论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作用，

但是随着数据要素持续投入，数字拐点出现，数字经济减贫效果的边际效果减弱，数字经济的发展所带

来的数字红利并不能更公平地惠及所有农村区域。那么如何有效发挥数字红利作用，延缓数字贫困拐点

的到来：根据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投入来增加农户报酬以及要素投入之后的促

进报酬合理分配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公式(17)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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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ffecting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表 7.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缩尾处理 改变样本区间 剔除直辖市 

数字经济 −0.9994*** −1.6018*** −1.0918*** 

 (0.3292) (0.3656) (0.3626) 

数字经济平方项 0.7184** 1.1402*** 0.7738** 

 (0.3214) (0.3235) (0.3161) 

经济发展水平 −0.0120* −0.0009 −0.0194** 

 (0.0065) (0.0067) (0.0088) 

科技水平 0.0245** 0.0333*** 0.0349*** 

 (0.0098) (0.0122) (0.0113) 

人力资本水平 −0.1332*** −0.1336*** −0.1163*** 

 (0.0245) (0.0257) (0.0282) 

对外开放程度 −0.0013** −0.0002** −0.0002** 

 (0.0006) (0.0001) (0.0001) 

_cons 0.7385*** 0.7124*** 0.7159*** 

 (0.0392) (0.0418) (0.0405) 

时间/区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232 203 200 
 

2
0 1 2it it it it it it itME dige dige controlβ β β γ µ λ ε= + + + + + +                       (17) 

2
0 1 2 1it it it it it it it itpoor dige dige ME controlβ β β η γ µ λ ε= + + + + + + +                   (18) 

式(17)和(18)中， itME 代表中介变量，包括要素投入水平(FI)和报酬分配(FD)。根据理论分析部分，

数据要素投入过程包括诸如数字新基建的实体投入与数据信息化支持过程，数字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高

速发展的载体，使得大量的数据从各种各样的数据源头通过不同渠道快速产生和流转。数据渗透到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当中，也将成为农村区域的新型基础性资源，而无论是要素实体

投入还是以信息化为核心的要素流动过程都必然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主要载体。在中国农村，互联网宽带

的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直接体现数据要素在农村的投入程度，一方面，区域内互联网接入水平反映该区

域数据要素实体部分投入程度，另一方面，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规模大小能够直接决定该区域内数

据要素流动活跃性水平，进而反映数字据信息化支持程度。因此基于以上考量，数据要素投入水平(FI)
以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对数来衡量；改革开放后，我国所有制成分逐渐多元化，分配方式多元化。为

了鼓励多样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我国逐渐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

励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据要素的高渗透性使其与传统生产要

素深度融合，数据要素正全过程参与到价值分配体系中。从数据要素投入之后涉及的分配角度来看，个

体所分享的数据剩余价值直接或间接由其人力资本价值量决定。在涉及数据要素化的分配过程中，无论

是初次分配中对产业的配置，还是二、三次分配中涉及数据信息化支持程度，公允市场体系下人力资本

价值量最终反映要素报酬分配水平、反映农户在数字化时代要素报酬分配中的劳动要价水平，进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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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由数据要素报酬分配差异而产生多维相对贫困的程度区别，从结果导向而言，要素报酬分配水平(FD)
以公允市场中农村人力资本的价值量的对数来表示(根据中国人力资本和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数据计

算)。 
表 8 汇报了数字经济对两个中介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表 8 (1)数字经济发展一次项系数在 1%水平

上显著为负，数字经济发展二次项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要素投入水平影响是

“U 型”的，符合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在表 8 (2)中，要素投入水平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数据要素投入的增加缓解了农村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一次项与二次项的

系数依旧显著，相较表 4 (6)中拐点 0.7066，此时数字经济减贫的拐点为 0.7248，数字拐点后移，说明数

据要素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数字拐点的到来，保证数字经济减贫作用的长效发挥。 
数字经济通过影响要素投入之后的报酬分配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表 8 (3)和(4)汇报了检验结果。

在表 8 (3)中，数字经济发展一次项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要素报酬分配影响

是“U”型的。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数字资源的共享性，所有用户都相对平等地享受数字红利，而

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个人禀赋差异导致大量农村居民成为“数字无产者”，居民无法获得公平的报

酬分配，从而抑制要素报酬水平。在表 8 (4)中，要素报酬分配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要素报酬分配水平的增加缓解了农村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此时数字经济二次项系数已经不显

著，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合理的要素报酬分配模糊了数字经济拐点，而此时数字经济对农村多维相对

贫困的影响已经能够线性缓解。 
 
Table 8. Analysis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表 8. 数字经济影响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中介效应分析 

项目 
(1) (2) (3) (4) 

要素投入水平 多维相对贫困 报酬分配 多维相对贫困 

数字经济 −13.3553*** −1.3011*** −1.3116*** −0.7518** 

 (4.2710) (0.3274) (0.3321) (0.3116) 

数字经济平方项 8.8857** 0.8975*** 1.1428*** 0.4541 

 (3.7793) (0.2865) (0.2962) (0.2775) 

要素投入水平  −0.0176***   

  (0.0055)   

报酬分配    −0.3839*** 

    (0.0635) 

_cons 7.9105*** 0.9303*** 10.6719*** −3.1386*** 

 (0.5702) (0.0609) (0.0395) (0.687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区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32 232 232 232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村区域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发现，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

农村区域多维相对贫困间存在着“U”型关系。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数字经济具有非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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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数字共享的特点，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缓解作用。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的边

际减贫效应逐渐下降，甚至在数字拐点之后，数字经济发展会进一步恶化农村多维相对贫困问题。从机

制检验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增加数据要素的投入可以延缓数字拐点的到来。同时，在此基础上促进报酬

分配水平合理，可以直接模糊化数字拐点，使数字经济的减贫效果线性化。在理论和机制分析的基础上，

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农村地区的数字鸿沟问题。数字鸿沟不可避免地会

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加剧农村地区相对贫困问题，如何快速跨越数字鸿沟、延缓数字拐点到来、共享数

字红利将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重要思考。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普及优化是加快跨越数字鸿沟的重

要手段，因此应坚持数字乡村建设政策，借助数字大基建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对传统

农业设备进行数字化升级，同时根据农村区域发展现实情况与特点，普及开发便捷互联网应用产品，更

好满足区域化信息需求。 
第二，加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人才培育政策。首先，强化本土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适合农

村地区实际需要的复合人才，为后脱贫时代中促进区域和谐发展、迈向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

提高人才引进吸引力，鼓励高校优秀毕业生下基层，为农村区域发展工作领导干部队伍注入具有先进发

展思维模式的新鲜血液，建设有知识、有技术、懂情况的队伍。 
第三，加强农村地区居民数字素养培育。开展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提升计划刻不容缓：通过网络视频

观看、数字技能学习、数字技术体验等方式使农村居民产生数字意识，深入了解、使用、掌握数字技能，

形成良好数字乡村建设氛围，增强数字人才在数据要素分配中的价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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